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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56915770]摘要：制度化学习是组织学习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企业组织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研究聚焦于制度化学习如何影响组织创新的内在机制，重点分析了显性知识融合、隐性知识融合以及网络信任的可调节中介效应。基于调查数据，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显性知识融合和隐性知识融合在制度化学习与组织创新之间起到了正向的中介作用。同时，网络信任不仅正向调节显性知识融合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还正向调节隐性知识融合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这表明，在网络信任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显性和隐性知识通过制度化学习的积累能够显著提升其创新能力。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认为，通过制度化学习、知识融合和网络信任的复杂协同过程，企业可以更有效地推动组织创新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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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titutionalized learning is an essential form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nstitutionalized learning influences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s of explicit knowledge integration, tacit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network trust. Using survey data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in detail.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both explicit and tacit knowledge integration serve as positive mediators between institutionalized learning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Furthermore, network trust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icit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s well as between tacit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network trust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ir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by accumulating explicit and tacit knowledge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learning.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can be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d through the complex synergy of institutionalized learning,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network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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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引言]0 引言
通过深入研究企业的文化、政策、习惯和标准，组织学习促进了企业管理架构的优化、系统的融合以及业务执行力的革新。这一过程不仅在战略层面推动了管理与组织的创新，而且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邓文娟，2023）[1]。尽管现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均已充分强调知识在组织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但关于如何直接将知识的积累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关联起来，研究成果仍显不足。这一不足导致了企业如何通过组织学习提升创新能力的机制问题，存在广泛的讨论和分歧。
目前，组织创新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这两个方面。尽管这些领域已取得重要进展，但关于如何在组织创新过程中高效利用知识的具体机制，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每个领域都有其独特优势和局限性。例如，组织学习侧重于知识的收集和保留，旨在防止知识的丢失，并通过多样化的知识资源构建竞争优势。然而，该领域尚未深入探讨如何通过特定的条件、环境和机制将知识资源转化为实际竞争力（侯光文，2023）[2]。相比之下，知识管理更关注知识资产的本质与内容，尤其是知识的分享与整合（Schneckenberg等，2015）[3]。虽然这一视角有助于理解企业如何利用不同的知识资源获得竞争优势，但在解释如何通过资源的异质性建立竞争优势的具体机制方面仍存在不足。
[bookmark: _Hlk156918861][bookmark: _Hlk163216125][bookmark: _Hlk163073151]组织创新通常经历三个代际发展阶段：第一代“学习与适应”、第二代“结构变革”和第三代“创新驱动”。在第一代阶段，组织主要专注于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通过知识的复制与模仿进行学习，并实现创造性的模仿。第二代阶段涉及组织内部结构的变革，以适应市场需求和技术的快速变化，此阶段的学习逻辑呈现为逐步实施创新性的结构和管理模式。第三代阶段则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组织通过自主研发和原创性创新寻求竞争优势，学习逻辑逐渐转向内部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升。这一代际发展过程体现了组织在不同阶段对学习与创新逻辑的深化与升华（张军、许庆瑞，2014）[4]。结合中国企业近期的发展轨迹，不难看出，它们正处于从传统发展动力向新发展动力过渡的关键转折点。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对创新的需求尤为迫切。然而，这些企业在创新策略的发展和实施上尚存不足，进而限制了创新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关键在于从战略层面深刻理解组织学习与创新过程之间的紧密联系（卢启程等，2018）[5]。通过制度化的学习路径——即将知识获取与知识运用相结合，企业能够有效触及其核心学习机制。然而，目前关于转型经济体中的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如何通过学习途径促进组织创新的具体管理操作和机制的探讨仍较为有限。
[bookmark: _Hlk163073298]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原创性地探讨了制度化学习如何影响组织创新的内在机理，并首次尝试构建了一个假设模型。该模型将知识整合作为中介变量，网络信任作为调节变量，深入分析其对组织创新的影响。此外，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对模型中的核心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验证性分析。
[bookmark: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bookmark: 制度化学习对组织创新的影响]1.1 制度化学习对组织创新的影响
组织创新是指对组织运行的方法、程序或常规作出的新的或重大的改进，如雇员管理、市场营销、数据库管理、责任分配和管理外部关系等。
组织创新的过程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学习平台，通过促进知识的吸收与扩散，为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之间的动态交互奠定了基础。技术创新的引入推动了组织创新的必要性，例如需要构建新的管理制度以适应新技术的应用；而组织创新又为技术创新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结构支持，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增强的循环关系。具体来说，新技术与新知识引进意味着企业将不得不学习和采用新的组织创新，形成新的管理制度，如新的营销和管理方法。与此相关，组织创新，如改善沟通渠道，与外部网络的新关系，以及在市场上新的和改进的信息共享，可以提高企业在市场上引进新产品的效率，这反过来又可以提高这些引进产品的销售和盈利能力。实际上，在市场上实现创新成功的最佳方式是将两种创新能力（即技术和组织创新）结合起来。
制度在这里被定义为影响和构建行为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正式的制度是指法律和正式的规定，直接为组织创新提供了合法性框架；而非正式的制度包括社会规范、惯例、守则、仪式、常规和角色，则通过塑造行为模式增强了创新实践的可接受性。这两种制度通过相互作用对组织创新的方向和实施范围产生综合性影响。制度具有稳定的作用，因为它们塑造了个人的行为，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产生持续影响（饶远等，2022）[6]。制度化能够将行为模式固化为具有规则性质的规范模式，强烈的制度化可能意味着规则的固定化和正式化；但同时，制度的适度柔性又可能为组织创新的引入提供适应性支持，推动新规则和惯例的形成。
知识不仅是创新的源泉，也是组织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知识的引入可能带来制度框架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反过来对知识的应用范围和深度产生影响。当新思想或知识在实体中被引入，并最终转化为规范化实践时，组织创新才真正实现。这一转化过程呈现出非线性特征，涉及所有参与者在不断的迭代中共同塑造规范，直至发展出能够适应出特定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普遍性框架。
[bookmark: _Hlk163073497]因此，组织创新涉及到制度安排的维护、调整和重构，这些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创新的资源，也是创新的限制条件(Ganguly，2019) [7]。例如，稳定的制度可能会降低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但过度的规则固定化可能阻碍创新思维的灵活性。因此，组织在追求创新时，需要在制度化框架中通过对冲突和争议的处理，寻找新的价值观，并通过规范化的策略解决问题。这一动态过程即构成了所谓的组织创新。
以上这些观点强调了制度化学习是推动组织创新的核心系统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参与了“持续的谈判、实验、竞争和学习”，整合知识、制度和实践，共同推动了组织创新。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的假设：
H1：企业的制度化学习对组织创新有积极影响。
[bookmark: 知识融合与制度化学习组织创新的关系]1.2 知识融合与制度化学习、组织创新的关系
知识被描述为现实世界的表征，并被概念化为个人认知和现实之间互动的产物。更一般地说，知识被定义为通过经验证明是真实的或有用的信息，从而体现了一种高价值的信息形式。这种信息形式不仅是私人（个人）或公共（商业）生活中做出合理决策的必要条件，也是组织内部形成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知识的本质是经验、价值观、背景信息和专家洞察力的流动组合，为企业评估和纳入新的经验和信息提供框架。在组织中，知识不仅嵌入在文件或资料库中，而且体现在组织的常规、流程、实践和规范中，通过与制度、行为和文化的互动成为组织运行的重要支柱。
[bookmark: 制度化学习对知识融合的影响]（1）制度化学习对知识融合的影响
知识作为一种关键资源，使企业能够提高其竞争优势并获得卓越的绩效。知识融合指的是企业成员之间相互交换和整合知识的动态过程，这种过程既包括显性知识的系统化共享，也包括隐性知识的互动性传播。制度化学习在知识融合中起到核心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明确规则、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构建了知识交换的信任基础与实践路径。通过这种机制，知识融合不仅培养了企业的知识记忆，还丰富了组织的知识库，为显性和隐性知识的交互提供了关键支持（陈耘，2022）[8]。
显性知识被定义为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交流轻松传播的编纂知识。隐性知识指的是直观的和未阐明的知识，它是由于个人在特定行动背景下的经验而形成的，不容易被识别、正式化和转移给其他人。显性知识在企业中容易通过制度化学习得以传播和整合，但隐性知识的融合更依赖于制度化学习所提供的社交互动机会和信任基础（万涛，2015）[9]。一方面，隐性知识的个性化特质使得其难以用语言或数字表达，但制度化学习通过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共享的行为规范，降低了知识持有者的分享阻力，尤其在员工间互助与支持的情境中。另一方面，显性知识的传播效率高，制度化学习通过文档化和程序化管理提升了其应用范围和深度，从而推动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协同创新。
文献回顾显示，分析制度化学习对知识融合影响的研究非常少，但已有研究表明其在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制度化学习在促进组织创新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有助于产生新的显性和隐性知识，培养组织的动态能力。制度化学习促进了企业内部成员之间以及内外部之间的互动，改善了知识融合和工作实践，从而为知识融合提供了综合支持。在工作中获得的经验与制度化学习相结合有助于分享、融合和创造新知识。制度化学习鼓励员工之间的互助和支持行为，以及他们与同事分享显性和隐性知识的倾向。这种形式的制度化学习通过培育促进互惠援助的价值观，支持了知识融合（董佳敏，2021）[10]。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a. 制度化学习对显性知识融合有积极影响。
H2b. 制度化学习对隐性知识融合有积极影响。
[bookmark: 知识融合对组织创新的影响][bookmark: _Hlk184370530]（2）知识融合对组织创新的影响
在组织知识创造理论的基础上，学者们对研究知识融合与组织创新之间的联系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Keszey（2018）[11]特别强调了显性和隐性的知识融合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显性和隐性知识的融合通过不同路径对组织创新的不同维度产生了协同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的创新取决于他们以新概念的形式创造想法的能力，而这一能力往往通过内部多学科团队的协作以及与外部合作伙伴（尤其是客户）的交互得以培养。隐性和显性知识通过这种内外部的交互整合被转化为新的知识，并被嵌入到组织创新活动中，共同促进了组织创新的进程。
显性知识的融合为现有流程提供了具体的改进路径，主要支持企业在现有产品、服务或流程的基础上进行增量创新；而隐性知识的融合则为激发创新灵感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支撑。显性知识识具有系统化和工具化的特性，被用来改进现有的产品和流程，从而产生组织创新。隐性知识因其内隐性和高度情境化的特性，难以通过语言或文档表达，但被认为是产生创新思想的杠杆。研究表明，隐性知识在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并增强了偶然想法的产生（姚柱，2021）[12]。
很明显，当一个员工分享他人不熟悉的隐性知识时，可能会促进产生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的原创性想法。隐性知识融合与员工间的互动频率和质量高度相关，这种互动不仅提高了隐性知识的共享率，还增强了创新思维的多样性和突破性。隐性知识融合极大地促进了脱离轨道，加快了探索性创新行为。员工之间的互动可以让他们分享隐性知识，培养他们反思和创造新想法的能力，并制定一个新的产品或服务概念来创造。然而，显性知识融合更有可能帮助解决已经表达的问题，并产生利用性创新而不是探索性创新。显性知识通过其系统化和工具化特性，增强了组织的流程优化和现有产品的改良效率。隐性知识融合也被强调为有助于改善组织流程和现有产品及服务的一个重要因素（王仙雅，2014）[13]。例如，组织创新需要解决问题和改进现有产品和流程的能力，而隐性知识的共享则在这些改进中扮演了知识灵感的角色。显性知识提供了逻辑性解决方案，而隐性知识则带来了非线性思维的突破，这两者共同提升了创新质量。因此，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融合对组织创新的不同维度都有重要影响。显性知识主要推动增量式改进，而隐性知识则更倾向于激发探索性突破。我们预计，显性知识融合和隐性知识融合都可能通过不同路径支持组织创新。
在本文中，基于以上的观点，为了评估知识融合对组织创新的影响，我们提出了以下假设：
H3a. 显性知识融合对组织创新有正向影响。
H3b. 隐性知识融合对组织创新有正向影响。
[bookmark: 知识融合的中介效应]（3）知识融合的中介效应
从知识创造理论、集体学习和分布式认知活动理论的角度来看，创新是通过协作努力建立的，制度化学习可能会刺激组织创新活建立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允许完善现有的产品和流程，这需要从广泛的员工经验中扩展的隐动，因为它促进成员互动、并激励组织成员，鼓励他们分享其隐性和显性知识（Cannatelli等，2017）[14]。具体来说，制度化学习通过规范化的流程和实践，提供了成员互动的平台，使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在组织内外的流动成为可能。这种互动有助于成员分享隐性和显性知识，从而促进知识的整合与转化。显性知识通过其逻辑化和工具化特性，能够被快速转化为改进产品或流程的规范化方案，而隐性知识则通过非正式交流和深层次的互动激发新的创意和概念。这种知识共享过程为创新活动奠定了基础。
制度化学习不仅有助于建立共同的目标和理解，还强化了多层级成员之间的纽带，如高层与基层管理者之间的知识流动，以及跨部门团队间的协作关系。这些纽带为知识融合提供了结构性保障，显性知识通过正式的记录和培训实现跨层级流动，而隐性知识则通过社交互动和团队协作得以传播。反过来，知识融合又通过显性知识的系统化和隐性知识的灵感生成，对组织创新的各个阶段提供了支持。之前的实证研究也支持隐性和显性知识融合是组织新的关键前因，尤其是隐性知识在探索性创新中的关键作用和显性知识在增量创新中的直接贡献(宋辉，2015) [15]。
本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即通过整合知识，企业能够扩展其知识储备，并通过知识融合发挥制度化学习对组织创新的间接效应。制度化学习通过改善知识共享环境、激励员工积极参与知识交换和整合，构建了知识融合作为中介的桥梁。显性知识融合为制度化学习与组织创新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快速响应的路径，例如通过标准化流程的改进推动产品优化；而隐性知识融合则通过深度互动和创意生成，为创新活动注入长期动力。此外，规范化学习的实践也增强了组织内部的知识整合能力，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协调多维度的知识资源，加速创新的知识集成过程，进一步激发组织创新的潜力。
有关研究亦表明，将知识视为组织创新关键要素的观点中，知识整合的中介角色被广泛认可。显性知识整合强化了组织的流程规范性，而隐性知识整合则提升了组织的动态能力，两者共同支持组织创新目标的实现。因此，知识融合在制度化学习与组织创新之间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分别通过显性知识的工具化路径和隐性知识的创造性路径强化这一联系。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4a. 显性知识融合介导制度化学习和组织创新之间的联系。
H4b. 隐性知识融合介导制度化学习和组织创新之间的联系。
[bookmark: 网络信任的调节效应]1.3 网络信任的调节效应
[bookmark: _Hlk184372010]本文关注的网络信任是指对组织外部合作伙伴的可信度的全面评估，即创新网络内的整体信任氛围。它不但包括企业相信网络之间的合作关系（成员相信组织外部传递过来的知识，并且会采取对他们有利的行动），也包括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即网络信任关系在组织内部的延伸）。网络信任在制度化学习与知识融合之间起到双向推动作用，既为知识共享提供安全感，也通过信任氛围强化了知识整合的质量和深度。
Elsner等（2014）[16]指出，制度化学习有助于实施专注于更新实践的积极变化，并改善组织的网络信任。通过促进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制度化学习可能会改善社会网络，进而在公司内部建立和维持网络信任。制度化学习通过对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强化，鼓励员工对知识接收者的能力和意图建立信心，这种信任直接影响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融合效率。例如，在一个高信任的网络中，领导者之间的相互支持进一步增强了员工之间的合作意愿，从而形成了良好的知识共享环境。
众所周知，网络信任是促进外部知识融合到企业内部知识管理系统的有效机制。在知识共享过程中，知识提供者可能会因为失去独占的知识资源而感到脆弱，而知识接收者则可能担心知识的可靠性。由于知识融合与知识提供者和知识接受者的风险有关，前者可能会失去他宝贵的知识，从而给他带来地位和公司地位等好处，后者则可能会收集到不可靠的知识，因此信任可能会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感知风险（Sankowska，2013）[17]。网络信任促进了员工之间的合作、沟通的有效性和频率，从而提高了共享知识的数量和质量。员工贡献或接受知识的决定是基于对知识接受者的能力和感知到的良好意图的信心。组织成员在背景、经验和其他社会地理维度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信任的氛围中工作，对鼓励他们有效合作和支持知识交流的开放性至关重要（曾萍等，2014）[18]。信任氛围显著提升了隐性知识的共享深度，因为隐性知识通常需要高度频繁且非正式的互动作为支撑。显性知识的共享则通过规范化流程在信任环境下变得更加高效。
网络信任可能会对网络的质量和密度产生积极影响，它定义了员工在一起的紧密程度，可能会加强显性知识融合和隐性知识融合。信任和可信度加强了社会网络作为员工合作和分享知识的支持环境基石。特别是，隐性知识融合需要强大而频繁的基于信任的互动，而显性知识融合则依赖于信任为规范化知识共享环境提供的支撑。根据Chen等（2014）[19]的说法，信任是组织内显性知识融合的前提条件。因此，网络信任鼓励开放的互惠、合作和沟通，塑造员工的行为，为知识融合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从而成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融合的关键预测因素。因此，我们假设如下：
假设5a（H5a）：网络信任对于制度化学习与显性知识融合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在信任水平较高的网络环境中，这种正向联系更加稳定。 
假设5b（H5b）：网络信任对于制度化学习与隐性知识整合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在信任水平较高的网络环境中，这种正向联系更加稳定。
许多学者强调，制度化学习与组织创新有关。尽管这种联系在商业公司内缺乏实证研究，但是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制度化学习可能会在一个授权的氛围中促进组织创新（Drescher等，2014）[20]。
组织成员重视制度化学习的环境，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一个支持性的氛围中工作，这反过来可能会促进企业内外的网络信任。个人参与制度化学习的次数越多，就越有机会扩大互动和基于信任的社会网络。反过来，在这样一个权力平衡和工作场所信任氛围的背景下，员工有动力分享他们的显性和宝贵的隐性知识。企业内外的网络信任代表了有效的合作活动和良好的互动基础，这可能会提高共享知识的数量和质量。高网络信任环境通过提升显性知识整合的效率和隐性知识共享的深度，使制度化学习对组织创新的作用路径更加显著。
[bookmark: _Hlk163074137]当网络中的信任水平成为调节因子时，它可能会影响制度化学习过程与组织创新能力之间的连结强度，特别是在企业通过整合其知识资源时。也就是说，由制度化学习引发的知识整合在推动组织创新的路径上，受网络信赖水平的调控，展现适度的中介作用。在网络信任较高的背景下，知识整合与组织创新的联系预期更紧密，即网络信任预期对桥接作用起到积极的调节影响，特别是中介作用显著增强（李守伟，2020）[21]。当网络信任水平较高时，知识整合成为制度化学习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键桥梁。
据此分析，本研究建立以下假设： 
假设6a（H6a）：网络信任对于制度化学习与组织创新之间的间接关系（通过显性知识的整合）有调节作用。在高网络信任的环境下，这种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假设6b（H6b）：网络信任对于制度化学习与组织创新之间的间接关系（通过隐性知识的融合）有调节作用。在高网络信任的环境下，这种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基于上述假设，本文提出了以下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bookmark: X086534d4c7782d6b14f317d6ecb37b5eed96cf3][image: 制度化学习对组织创新影响的概念模型]
图1 制度化学习对组织创新影响的概念模型
[bookmark: 研究方法]2 研究方法
[bookmark: 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2.1 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在2019年7月到10月期间，研究者对中国集成电路行业开展了一项涵盖制度化学习与组织创新的问卷调查研究。该行业涉及多个领域，包含原始设备生产企业（OEM）、电子生产服务提供商（EMS）、半导体设计企业、芯片生产商、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解决方案供应商、知识产权（IP）相关企业、设计咨询服务提供者、封装及测试服务机构以及设备生产企业。研究者聚焦于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以检验图1所示的研究模型。中层管理者处于企业横向和纵向互动的交汇点，不仅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保持密切联系，还在培育企业知识和促进知识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缺乏完整的样本框架，本研究采用了便利抽样方法。虽然便利抽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考虑到本研究的假设和目标，我们在合理选择的基础上有目的地使用这种方法。在这一思路下，我们根据企业属于集成电路产业的不同环节来选择企业，以确保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依据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本文首先设计了相关调查问卷（问卷题项见下文），然后由管理学领域的副教授和从业人员对调查问卷进行预测试，以便使我们能够提高调查问卷的内容有效性。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调研问卷给300位中级管理层成员，成功回收了243份问卷，回收率达81%。应用箱线图法剔除无效及异常数据后，筛选出228份有效问卷，占比76%（此后称为样本数据）。鉴于所涉及的变量与条目总数，此样本量被认为是足够的，适用于开展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bookmark: 变量测量]2.2 变量测量
本文对所有的研究变量都使用了已有的成熟测量量表，或者在成熟量表的基础上稍加修改得到的测量量表。
（1）因变量：组织创新
[bookmark: _Hlk163075245][bookmark: _Hlk163217136]组织创新可理解为组织的综合创新实力，它涉及将策略方向融入创新活动与流程中，以便推出新产品或开辟新市场。Donbesuur等(2020) [22]将组织创新分成五个方面的创新：行为、产品、流程、市场和战略。产品创新与市场创新高度相关，既注重外部因素，又以市场为基础。相反，行为和流程创新侧重于内部方面。行为创新是强调创新的一个基本因素，它是由个人、子群体和整体组织共同形成的、共同发展的一种创新文化。流程创新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整体创新能力，它表明了组织重组和重新配置其资源和能力的能力。战略创新包括制定新的竞争战略，为公司创造价值提供更大的能力。基于集成电路产业的行业特点，在Donbesuur等(2020) [22]的测量量表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了一套包含10个指标的问卷来评估组织创新的程度，其中每个维度由两个问题构成，详见表1。参与者的反馈收集通过一个从1（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的七级Likert评分尺度进行。所得数据的Cronbach的α系数为0.89，证明了用于评价组织创新能力的问卷具备高度的可靠性。
[bookmark: tab:组织创新的测量题项]表1 组织创新的测量题项
	维度
	题项
	载荷
	
	CR
	AVE

	产品
	贵公司的新产品或服务总是引领市场上的其他公司。
	0.79
	0.89
	0.88
	0.70

	
	客户始终了解贵公司的新产品和服务开发。
	0.80
	
	
	

	流程
	贵公司正在不断改进工作程序。
	0.71
	
	
	

	
	贵公司总是不时采用新的业务解决方案。
	0.76
	
	
	

	市场
	贵公司的产品/服务总是比竞争对手更容易进入市场。
	0.81
	
	
	

	
	贵公司总是能抓住新的市场机遇，避免风险。
	0.71
	
	
	

	行为
	贵公司在员工多元化方面具有包容性文化。
	0.74
	
	
	

	
	贵公司鼓励员工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0.72
	
	
	

	战略
	贵公司总是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来解决问题。
	0.77
	
	
	

	
	贵公司总是寻求解决问题的先进方法。
	0.71
	
	
	


（2）自变量：制度化学习
[bookmark: _Hlk163075444][bookmark: _Hlk163075604]目前对于制度化学习，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也没有成熟的测量量表。依托于Liao等（2017）[23]的先行研究，本研究设计了10项制度化学习评估问题，采用七级Likert评分系统记录回答，范围设定为1（完全不同意）至7（完全同意）。这组问题的Cronbach的系数达到了0.92。Cronbach的系数超过0.70即表示问卷具有可接受的可靠性。据此，本次量表的信度表现优异。
[bookmark: tab:制度化学习的测量题项]表2 制度化学习的测量题项
	题项
	载荷
	
	CR
	AVE

	贵公司的管理者经常让员工参与重要的决策过程。
	0.85
	0.92
	0.92
	0.62

	贵公司的管理层倾向于变革以适应和保持领先于新的环境形势。
	0.84
	
	
	

	所有员工都对贵公司的目标有广泛的了解。
	0.88
	
	
	

	[bookmark: _Hlk163075621]每个部门都确切了解其对达成公司宏伟目标的贡献方式。。
	0.92
	
	
	

	本企业各环节紧密结合，以和谐的形式共同努力。
	0.84
	
	
	

	本组织鼓励尝试新方法和创新思维来优化操作流程。
	0.75
	
	
	

	贵公司跟进其他企业做法，采用有用且有趣的做法和技术。
	0.90
	
	
	

	企业外部提供的经验和想法被认为是贵公司学习的有用工具。
	0.78
	
	
	

	[bookmark: _Hlk163075641]我们的企业文化鼓励员工对执行任务的方式提供反馈和建议。
	0.79
	
	
	

	该公司始终在各个层面上讨论和分析错误和失败。
	0.83
	
	
	


（3）中介变量：显性知识融合和隐性知识融合
知识融合通过改编自Berraies等（2020）[24]的12个题项的测量量表，包含两个维度：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本研究对问卷项目进行了调整，以反映企业中级管理人员的观点，而非整个企业的立场。当创业者以公司的名义响应时，此类调整被视为合理，使得其反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企业的立场。答案采集遵循了一个七级Likert评分制度，从1表示“完全不同意”到7表示“完全同意”。这套问题的Cronbach的α系数分别为0.86和0.83，证明了所调整问题的高可靠性。
[bookmark: tab:知识融合的测量题项]表3 知识融合的测量题项
	变量
	题项
	载荷
	
	CR
	AVE

	显性
知识融合
	公司员工之间经常共享现有的报告和官方文件。
	0.81
	0.86
	0.89
	0.73

	
	公司员工之间分享自己准备的报告和正式文件。
	0.79
	
	
	

	
	公司员工经常从其他员工那里收集报告和官方文件。
	0.84
	
	
	

	
	公司员工经常受到知识共享机制的鼓励。
	0.86
	
	
	

	
	公司员工经常接受各种培训和发展计划。
	0.80
	
	
	

	
	公司员工通过知识共享的IT系统获得便利。
	0.78
	
	
	

	隐性
知识融合
	公司员工经常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知识。
	0.82
	0.83
	0.87
	0.78

	
	公司员工经常学习或者收集同伴的经验和知识。
	0.81
	
	
	

	
	公司员工经常分享“知道在哪里”或“知道谁”的知识。
	0.78
	
	
	

	
	公司员工经常收集“知道在哪里”或“知道谁”的知识。
	0.77
	
	
	


（4）调节变量：网络信任
[bookmark: _Hlk163075931]网络信任是在Svare等（2020）[25]的量表的基础上改编的。网络信任的三个维度：诚信、能力和仁爱。参与者需对其对创新网络中的信任水平进行打分。答案记录遵循一个由1（完全不同意）至7（完全同意）的7级Likert评分模式。得到的问题集Cronbach的系数达到了0.82，指示出该调查问卷具有相当高的可靠性。
[bookmark: tab:网络信任的测量题项]表4 网络信任的测量题项
	维度
	题项
	载荷
	
	CR
	AVE

	诚信
	合作伙伴总是能够履行合同或者约定。
	0.86
	0.82
	0.85
	0.68

	
	贵公司与合作者相互信赖。
	0.81
	
	
	

	能力
	贵公司的合作伙伴在各自领域内有竞争力。
	0.83
	
	
	

	
	合作伙伴信任贵公司的能力。
	0.78
	
	
	

	仁爱
	我相信这个组织会公平对待我。
	0.80
	
	
	

	
	合作伙伴更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别人的利益。
	0.79
	
	
	


（5）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企业类型
[bookmark: _Hlk163217569]为降低外部变量对研究结果的干扰，本研究纳入了若干控制变量。用员工数量来确定企业的规模（FS），而用成立年数来界定企业的年龄（FA）。另外，鉴于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不同定位可能导致其在创新活动及其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也考虑了企业在产业链中的类型（IND）作为一个控制变量。
[bookmark: 研究结果]3 研究结果
[bookmark: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5展示了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偏差及其相关性分析结果。根据表5，制度化学习的平均得分超过了5，表明该实践在企业中已被广泛开展，并且成功地融入了企业的文化与结构中，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制度的正式化。与此同时，组织创新的平均得分同样超过了5，这反映出企业在组织创新方面具有较高的能力。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范围为0.56到0.89，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为研究假设的支持提供了初步证据。
[bookmark: tab:样本数据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表5 样本数据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平均值(mean)
	标准差(SD)
	OI
	IL
	EKF
	TKF
	NT

	组织创新(OI)
	5.63
	0.56
	1
	 
	 
	 
	

	制度化学习(IL)
	5.58
	0.64
	0.67**
	1
	 
	 
	

	显性知识融合(EKF)
	4.96
	0.56
	0.72***
	0.71***
	1
	 
	

	隐性知识融合(TKF)
	5.32
	0.59
	0.79***
	0.56***
	0.74***
	1
	

	网络信任(NT)
	5.15
	0.49
	0.89***
	0.66***
	0.74***
	0.82**
	1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P<0.001、P<0.01、P<0.05（双尾试验）。下同。
[bookmark: 信度与效度检验]3.2 有效性与质量检验
[bookmark: _Hlk163076146]在对假设进行验证前，本研究实施了三轮有效性审查和模型质量检验。
首先，利用SMART PLS 3软件和偏最小二乘法（PLS）进行测量项的分析，旨在评估收敛性与判别性有效性（见表6）。分析结果表明，一个包含制度化学习、组织创新、显性与隐性知识融合及网络信任五个维度的模型与所收集数据高度一致（=126.25，样本量=228，RMR=0.03，GFI=0.93，CFI=0.95，RMSEA=0.06）。Cronbach的系数范围为0.82至0.92，超出了0.7的基准线，表明本研究问卷具备良好的信度。同时，平均方差提取（AVE）值和组合可靠性（CR）均得到了验证，均值超过0.7和0.8，分别证实了良好的收敛效度。AVE值介于0.80至0.89，每个维度的AVE都高于其平方相关系数，满足了判别效度的标准。
[bookmark: tab:变量的测量维度、信度和收敛效度]表6 变量的测量维度、信度和收敛效度
	变量
	Number of items
	Cronbach’s 
	CR
	AVE

	组织创新(OI)
	10
	0.89
	0.88
	0.80

	制度化学习(IL)
	10
	0.92
	0.92
	0.82

	显性知识融合(EKF)
	6
	0.86
	0.89
	0.83

	隐性知识融合(TKF)
	4
	0.83
	0.87
	0.88

	创新网络信任(NT)
	6
	0.82
	0.85
	0.89


接着，本研究对调查数据进行了随机排序，紧接着采用Harman的单变量测试方法以识别和减轻潜在的方法性偏误。依据单变量测试理论，方法偏误可能发生于单一因素对总方差解释超过50%的情况下。利用主成分分析（PCA）对所有测量变量进行了审查。分析显示，在识别出的五个因素中，第一个因素只解释了23.76%的总方差，暗示本研究的数据未受到显著的方法偏差影响。
最后，我们使用平均提取方差（AVE）方法来评估判别效度，从表5和表6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AVE的平方根都高于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说明测量题项具备良好的区分效度。
另外，在测试假设之前，本研究采用两种方法来检查模型的质量。一是验证因变量的高于阈值0.1。二是检查模型的拟合优度大于阈值0.3。本文计算结果显示，显性知识融合的，隐性知识融合的，组织创新的，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437，这些结果表明模型的质量是良好的。
[bookmark: 共线性检验]3.3 共线性检验
[bookmark: _Hlk163076623][bookmark: _Hlk163218260]考虑到本研究所采纳的评估策略依赖于自述式问卷，并且基于单源数据采集，存在着可能引发共同方法偏误（CMB）的情况。传统上最常用的解决CMB问题的技术是Harman的单因素检验。然而，该方法在一些学者看来存在局限性，他们指出Harman单因素检验在评估CMB时并不总是有效。因此，为了评估非应答偏倚，我们同样采用Berraies等（2020）[24]的方法，即用完全共线性关系检验来评估PLS-SEM分析的CMB。这种方法允许评估模型中变量之间的横向和纵向共线性关系。
具体而言，为了判断完全共线性关系，本文使用SMART PLS软件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值。根据表7的结果，所有变量的最大VIF是2.526，且所有VIF都小于Berraies等（2020）[24]建议的阈值3.3。因此，这些结果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CMB在本研究中不是一个显著问题。
表7 完全共线测试
	变量
	完全共线性VIF值

	组织创新
	1.987

	制度化学习
	1.924

	显性知识融合
	1.596

	隐性知识融合
	2.526

	网络信任
	1.299


[bookmark: 直接效应检验]3.4 直接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直接效应假设，本研究使用了Smart PLS 3.0的PLS方法。选择这种方法是因为它可以同时测试结构和测量模型，并处理变量分布非正态性的问题。
通过路径分析，本研究评估了各变量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其总效应。模型路径系数的显著性通过引入置信区间进行检验，最终得到了表8所示的结果。分析表明，所有路径的加载值均显著，且均符合理论预期。
表 8 变量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因变量
	自变量
	直接效应 (β)
	间接效应 (β)
	总效应 (β)

	显性知识融合 (EKF)
	制度化学习 (IL)
	0.283***
	--
	0.283***

	隐性知识融合 (TKF)
	制度化学习 (IL)
	0.397***
	--
	0.397***

	组织创新(OI)
	制度化学习 (IL)
	--
	0.191***
	0.191***

	组织创新(OI)
	显性知识融合 (EKF)
	0.335***
	--
	0.335***

	组织创新(OI)
	隐性知识融合 (TKF)
	0.244***
	--
	0.244***


注：*p<0.05，**p<0.01，***p<0.001。
图 2 展示了变量间的路径关系模型。制度化学习与组织创新（b=0.283，p<0.001）呈显著正相关。因此，H1得到验证和支持。制度化学习对显性知识融合（b=0.263，p<0.001）和隐性知识融合（b=0.397，p<0.001）有正向影响，这证实了假设H2a和H2b。另外，由于显性知识融合与组织创新（b=0.335, P<0.01）显著相关，隐性知识融合与组织创新（b=0.244，p<0.01）显著相关，则H3a和H3b被支持。
[bookmark: fig:analysisresultsofdirecteffect][image: 直接效应的拟合结果]
图2 直接效应的拟合结果
[bookmark: 中介效应检验]3.5 中介效应检验
[bookmark: _Hlk163076702][bookmark: _Hlk184383650][bookmark: _Hlk163218359]本研究初步采纳了Svare等（2020）[25]所阐述的逐步分析法来检验中介效应的存在。根据Svare等（2020）[25]的研究，判定中介效应的存在必须符合四个标准。既独立变量X应对因变量Y及中介变量M产生回归影响。同时，X的影响也应显著地反映在M上。若在控制了M之后，X对Y的影响减弱但依然显著，便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反之，若X的影响不再统计上显著，这表明中介效应是完全的。
第一步包括验证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而不考虑中介变量。在这中情况下，制度化学习与组织创新（b = 0.283，p < 0.001）正相关（详见表8）。第二步，通过在模型中整合中介变量（显性和隐性知识融合），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显著性。如果间接影响不显着，就不存在中介效应。对于多重中介效应，每个中介变量的具体间接影响需要分别检查。为了评估中介的部分或完全性质，计算方差占比（VAF）是必要的，即间接影响在总影响中的比例。结果显示：
· 在知识融合存在的情况下，制度化学习与组织创新之间的间接关系显著（β = 0.131，p < 0.01）。
· 在显性知识融合中，制度化学习与组织创新的具体间接效应显著（β = 0.047，p < 0.01）。
· 在隐性知识融合中，制度化学习与组织创新的具体间接效应显著（β = 0.094，p < 0.01）。
显性知识融合和隐性知识融合的中介影响的VIF值分别等于33.48%和28.65%。由于这些VAF值在20%和80%之间，结论表明隐性知识融合部分地中介了制度化想学习与组织创新之间的联系。因此，H4a和H4b得到了证实。
[bookmark: _Hlk163076832]近期研究倾向于推荐Bootstrapping方法来确立间接效应的显著性，鉴于其在评估中介效应的统计显著性上的高效率。因此，本研究除采纳Svare等（2020）[25]的传统方法外，也引入了自助法分析，旨在验证间接效应的有效性。该分析方法进一步印证了显性与隐性知识整合在统计上的重要显著性。
表 9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路径
	直接效应 (β)
	间接效应 (β)
	总效应 (β)
	VAF (%)

	制度化学习 → 组织创新
	0.283***
	0.131**
	0.414***
	--

	制度化学习 → 显性知识融合 → 组织创新
	--
	0.047**
	--
	33.48%

	制度化学习 → 隐性知识融合 → 组织创新
	--
	0.094**
	--
	28.65%


注：*p < 0.05，**p < 0.01，***p < 0.001。

[bookmark: 调节效应检验]3.6 调节效应检验
通过应用分层线性回归方法，本文旨在全面评估网络信任在不同情境下的调节作用，不仅探讨其如何对显性知识融合的直接效应产生简单调节，还进一步分析其在多种中介路径中的复杂影响机制，以揭示网络信任在企业知识整合过程中的关键调控角色和理论价值。这样的方法论设计为深刻理解网络信任的影响路径和相互作用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1) 网络信任对显性知识融合的调节效应（H5a假设的检验）
[bookmark: _Hlk163076970]依据H5a的预期，研究结果显示，在网络信任水平较高的企业中，制度化的学习对知识整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通过分层回归分析得到了支持，具体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结果表明，在回归分析中，模型 3 的相互作用项（IL×NT）显著提升了解释力（=2.437、F=36.49、b=0.363、t=5.39、P<0.01），证实了网络信任的调节效应。回归系数表明，制度化学习（b=0.239、t=8.52、P<0.001）和网络信任（b=0.448、t=13.28、P<0.001）对显性知识融合的影响也十分显著。
表10  网络信任对显性知识融合的调节效应的层次回归分析
	变量
	显性知识融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常数
	2.45***
	2.68***
	2.81***

	企业规模(FS)
	0.063**
	0.033**
	0.034**

	企业年龄(FA)
	0.249***
	0.195**
	0.193**

	企业类型(IND)
	-0.377***
	-0.84***
	-0.395***

	制度化学习(IL)
	
	0.241**
	0.239**

	网络信任(NT)
	
	0.437***
	0.448***

	ILNT
	
	
	0.363**

	
	2.28
	2.32
	2.437

	
	5.68
	5.12
	6.38

	F
	27.65***
	31.24***
	36.49***


(2) 网络信任对隐性知识融合的调节（H5b假设的检验）
依据假设H5b，对于那些在网络中享有高度信任的企业而言，制度化学习对隐性知识整合产生了正面影响。为了验证H5b，本研究借助分层回归方法依次构建了模型4~模型6，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分析发现，当引入模型6中的交互项后，模型的解释能力显著提升（=0.97、F=27.29、b=0.51、t=6.69、P<0.01）。具体而言，制度化学习（b=0.24，t=8.12，P<0.001）和网络信任（b=0.72，t=5.28，P<0.001）对隐性知识融合的影响显著，而交互作用项（b=0.51，t=6.69，P<0.01）进一步验证了网络信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表11  网络信任对隐性知识融合的调节效应的层次回归分析
	变量
	隐性知识融合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常数
	2.52***
	2.57***
	2.960***

	企业规模(FS)
	0.076**
	0.063**
	0.074**

	企业年龄(FA)
	0.238***
	0.45**
	0.53**

	企业类型(IND)
	-0.362***
	-0.84***
	-0.46***

	制度化学习(IL)
	
	0.31**
	0.24**

	网络信任(NT)
	
	0.57***
	0.72***

	ILNT
	
	
	0.51**

	
	0.78
	0.82
	0.97

	
	3.98
	4.12
	5.38

	F
	17.25***
	21.04***
	27.29***


(3)网络信任对显性知识融合中介效应的调节（H6a假设的检验）
[bookmark: _Hlk163081904]在确定调节效应得到验证之后，本研究进一步对调节中介效应（H6a）进行了深入探讨。利用SPSS PROCESS工具，我们评估了在不同调节水平下的调节中介作用。网络信任度的统计重要性通过其在均值的正负一个标准偏差范围内展示，分析结果揭示了交互作用的具体细节（参见表12）。此分析使我们得以考察网络信任的值，在P<0.05的水平上的间接效应是否显著。分析表明，网络信任的值在 P<0.05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的间接效应，其95%置信区间通过偏差校正定为[0.028, 0.190]。调节中介效应的回归系数为 b=0.125，表明这种调节中介作用统计上显著，从而支持了H6a假设。
表12 网络信任对显性知识融合的调节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类型
	中介效应
	标准差
	置信区间(左)
	置信区间(右)
	

	条件中介效应
	NT mean-SD（4.66）
	0.132
	0.052
	0.040
	0.217
	

	
	NT mean（5.15）
	0.098
	0.045
	0.025
	0.176
	

	
	NT mean+SD（5.64）
	0.103
	0.045
	0.043
	0.162
	

	调节中介效应
	0.125
	0.039
	0.028
	0.190
	


(4)网络信任对隐性知识融合中介效应的调节（H6b假设的检验）
[bookmark: _Hlk163082029]在验证调节效应获得支持之后，本研究继续探讨了调节中介效应（H6b）。利用SPSS PROCESS工具对不同调节条件下的中介效应进行了量化分析。网络信任度的统计显著性通过其在均值水平上下一个标准偏差的范围内来确认，此次分析展现了详尽的交互作用结果（参考表13）。分析结果表明，网络信任度在P<0.05的水平上对间接效应具有显著贡献。调节中介作用呈现正向效应，其回归系数为b=0.098，并且95%置信区间通过偏差校正确定为[0.036, 0.165]，显示出该调节中介作用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因此，与假设H6a的结果相似，H6b假设也得到了实证支持。
表13 网络信任对隐性知识融合的调节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类型
	中介效应
	标准差
	置信区间(左)
	置信区间(右)
	

	条件中介效应
	NT mean-SD（4.66）
	0.103
	0.048
	0.089
	0.217
	

	
	NT mean（5.15）
	0.098
	0.042
	0.025
	0.173
	

	
	NT mean+SD（5.64）
	0.097
	0.041
	0.043
	0.131
	

	调节中介效应
	0.098
	0.036
	0.036
	0.165
	


[bookmark: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4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bookmark: _Hlk163082168]基于知识创新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和分布式认知理论，本研究探索了制度化学习如何通过隐性及显性知识的整合以及网络信任的增强作用，推动组织创新的实现。本研究核心在于探讨制度化学习这一重要元素如何激发组织内的创新过程。进一步，本文分析了知识整合在企业制度化学习与组织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网络信任如何调节这种关系的效果。
[bookmark: _Hlk163082281]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化学习在促进组织创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进一步地，通过将隐性和显性知识区分开来，本研究探讨了这两种知识整合方式如何影响组织创新。研究发现，这两种知识的整合均对组织创新产生了正面效应，并在制度化学习与组织创新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此外，本研究揭示了一个调节中介机制。企业如果认为自己能够通过网络获得关键知识，在网络信任度较低时，他们对商业机会的洞察力似乎更加敏锐。换句话说，网络信任度降低时，中介效应增强。这意味着对于网络信任度不高的企业，认识到和利用商业知识显得尤为关键。因此，本研究推测，在进行创新决策时，这些对网络信任程度较低的企业可能会更加审慎地评估网络提供的信息。
研究结论对于知识密集型企业具有重要的管理意义。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管理者需要在组织内促进知识共享、知识融合。网络信任作为一个支持性环境的重要性，它可以激励知识工作者分享他们的知识。通过实施制度化学习，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管理者有可能培养出一种基于信任的工作氛围，这反过来又可以在组织内加强知识融合。通过了解制度化学习和网络信任对知识融合的潜在影响，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管理者可以采取多种行动来促进知识工作者的知识融合。



【根据文内文后修改结果调整文献序号，注意文内文后一一对应。且注意，以下文献均规范编辑过，重新调整的最终文献表中包含以下文献的，请勿直接使用文献管理软件更新参考文献列表，务必按照编辑过的文献著录；新著录的文献也请主动学习，严格对照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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